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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近代中医辨治模式的演变

  在西医传入我国之前，中医辨治模式已有辨病治疗、辨证
治疗、辨症治疗三种，由于证候是中医独有的概念术语，因此，
辨证治疗相对于西医而言是独特的。 古代中医，也有辨病与辨
证相结合的模式，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既要辨太
阳病，同时还要辨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葛根汤证。 这种模式一
直相传至今，可以说是中医辨治的主体模式。

时至近代，由于西医传入，对中医辨治模式也产生了影响，
使近代中医辨治模式出现新的变化。这一新的变化表现为辨西
医的疾病与辨中医的证候，选用中医（ 后来还有中西医结合） 治
疗，姑且称为“中医辨治新模式”。所谓辨西医的疾病，就是指用
西医的疾病名称、概念和诊断标准。代表医家主要有张锡纯、施
今墨等。 兹仅以他们的典型病案为例，阐述近代中医辨治模式
的演变。
1 张锡纯创用中医辨治新模式

张锡纯（1860～1933） 是近代中医著名的临床家，同时也是
公认的较早用中西医结合诊治疾病的探索者，撰有《医学衷中
参西录》30卷。 书中关于脑为元神、心为识神、心力衰竭与肾不
纳气相通、脑充血与薄厥相近、中西药配合成方，诸如石膏阿司
匹林汤，常常被今人津津乐道。重读《医学衷中参西录》，还会有
新的发现。在现代中医或中西医结合临床上常常采用的西医辨
病中医辨证相结合的辨治模式，已经为张锡纯所运用，开始记
录在其著作中。兹以霍乱、脑充血辨治为例，做一讨论。霍乱，在
古代医著之中多指以挥霍撩乱、吐泻腹痛为主要症状的急性胃
肠道疾病，包括现代医学中的急性胃肠炎、细菌性食物中毒，甚
至肠梗阻之类的急腹症（ 干霍乱） 等。 西医传入后，“霍乱”有了
新的内涵。清代晚期开始，中医文献所载的“霍乱”，是指由霍乱
弧菌引起的“有燎原滔天之势，有灭村屠城之惨”的烈性传染
病，也就是说“霍乱”这一术语没变，但内涵则完全改变了，变成
纯粹的西医疾病的概念。 张锡纯认为，“查霍乱之原因，为虎列
拉杆菌繁殖肠内所致”，只要验出虎列拉杆菌（ 应为霍乱弧菌） ，
即可诊断为霍乱。 如“总之，证无论凉热，凡验其病原虫若蝌蚪
形而曲其尾者，皆霍乱也”。在张锡纯看来，作为中医治疗，单有
明确的西医病原学诊断还是不够的，应该有中医的辨证，分出
证型，才能指导中医临床的遣方用药。 因此，他认为“霍乱为最
险要紧急之证，且其证分阴阳。阴证宜治以温药，阳证宜治以凉
药。设或辨证不清，而凉热误投，必凶危立见。”张锡纯结合中西
学理，创制急救回生丹、卫生防疫宝丹、急救回阳汤三首名方。
张氏解释说，“霍乱之证，西人所谓虎列拉也。 ……故治此证者，
当以解毒之药为主，以助心活血之药为佐，以调阴阳奠中土之
药为使”。 急救回生丹，用“顶好朱砂一钱半，粉甘草细末一钱，
冰片三分，薄荷冰二分。头为细末，分三次服。多半点钟服一次，
开水送下，温覆得汗即愈。 若初服即得汗者，后二次可徐徐服
之。吐剧者，宜于甫吐后服之”。其中，朱砂“为水银、硫黄二原质
合成。 此二原质皆善消毒菌，化合为朱砂，又色赤入心，能解心
中窜入之毒，且又重坠，善止呕吐，俾服药后不致吐出”；冰片

“宜用樟脑炼成者。因樟脑之性，原善振兴心脏，通活周身血脉，
尤善消除毒菌。特其味稍劣，炼之为冰片，味较清馥，且经炼，而
其力又易上升至脑，以清脑中之毒也”；薄荷冰“善解虎列拉之
毒……且其味辛烈香窜，无窍不通，无微不至，周身之毒皆能扫
除”等。卫生防疫宝丹，是在偏凉的急救回生丹基础上加入两味
辛香温通药细辛、白芷而成，“俾其药性凉热适均”。 张氏认为，
这两首方剂“皆能除毒菌、助心脏，使心脏不至受毒麻痹，病自
无危险也”，然“其大凉者仍宜先服卫生防疫宝丹，其人热者仍
宜先服急求回生丹”。 急救回阳汤，由党参、生山药、生白芍、山
茱萸、炙甘草、赭石、朱砂、童便组成。前两方“以祛邪为主，此以
扶止为主”。 “此汤为回阳之剂，实则交心肾和阴阳之剂也”，“治
霍乱吐泻已极，精神昏昏，气息奄奄，至危之候。”张氏三首方剂
均从实践中得来，各有其适应证，“急救回生丹宜于霍乱之偏热
者；卫生防疫宝丹，宜于霍乱之偏凉者；急救回阳汤以救霍乱之
将脱者”。 这可以说是张锡纯针对霍乱的三个证型所拟订的三
首治疗主方。 关于霍乱分阴阳，其阴阳的比例，张氏说，根据他
50多年的经验，“知此证属阳，而宜治以凉药者十居其八；此证
必阴，而宜治以热药者十居其一；此证属半阴半阳，当凉热之药
并用，以调剂其阴阳者，又十居其一。”据说在1919年奉天 （ 沈
阳）霍乱盛行时，此三方曾被用来治疗霍乱，取得较好效果。 后
流传至直隶、山东、河南等地，被广泛应用于霍乱的救治。至此，
张锡纯已经完成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辨治模式的临

床应用，实践证明，这一模式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脑充血，中
医没有此病名，张锡纯指出：“脑充血病之说倡自西人”，亦即为
西医病名，不过张氏认为，此病相当于中医的厥证，“尝读《内
经》至调经论，有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
气反则生，不反则死’云云，非即西人所谓脑充血之证乎？”在他
的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中，不用中医的厥证而只用西医脑充
血作为临床诊断病名，并有2个专题讨论脑充血原因、治法和预
防。关于脑充血的原因，他认为，“西人论病皆得之剖解之余，是
以但见血充脑中”，指出西医的这种认识不全面，西医不懂血充
脑乃因于气逆上冲，在致病机理阐述方面不如中医，因为“《内
经》所谓‘气反则生，不反则死’者，盖谓此证幸有转机，其气上
行之极，复反而下行，脑中所充之血，应亦随之下行，故其人可
生；若其气上行不反，升而愈升，血亦随之充血愈充，脑中血管
可至破裂，所以其人可此也。”他“生平所治此证甚多，其治愈
者，大抵皆脑充血之轻者，不至血管破裂也。”大约相当于现代
西医学的高血压病以及由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张氏拟订一首治
疗脑充血的基础方“建瓴汤”：“生怀山药一两，怀牛膝一两，生
赭石轧细八钱，生龙骨捣细六钱，生牡蛎捣细六钱，生怀地黄六
钱，生杭芍四钱，柏子仁四钱。 磨取铁锈浓水以之煎药”，旨在
“服后能使脑中之血如建瓴之水下行，脑充血之证自愈。”

同书还记录6个脑充血的医案。 其中“脑充血头疼”医案有
3则，根据初诊记载摘要，进行分类归纳。 可以发现同为“脑充
血头疼”病，其病因不尽相同，临床表现略有差异，病机诊断也
不一样，治疗则根据“脑充血”病以建瓴汤为基本方，随临床证
候不同而加减化裁，也就是说张氏是按照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
相结合来施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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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纯采用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治疗霍乱、脑充血
的案例，其意义不仅仅是一方一药治疗某病的有效性，更为重
要的是它代表着一种新的辨治模式的出现，通过著作的刊行和
有效方药的流传以及本人“足迹南至湖北，北至辽宁”等传播途
径，对中医界起到示范作用。总之，不管张锡纯的行为是自觉的
还是不自觉，他的这种辨治模式的改变是对近代中医发展的重
大贡献。 而且这一贡献要远远大于他在其他各个方面。
2 施今墨运用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的模式

施今墨 （1881～1969） 是民国时期“北京四大名医”之一，
1931年任中央国医馆副馆长，提倡革新中医，用西医检查手段，
以西医病名诊断疾病，还研制出中成药如气管炎丸、神经衰弱
丸等，疗效显著。由门人祝谌予选辑的《施今墨医案》（1940年刊
行） ，收集施氏医案百余则，按西医疾病系统进行分类，所谓“按
西医规律化之分门别类”。 如传染系、呼吸系、神经系、消化系、
泌尿系、生殖系、血液及物质代谢、运动系、杂病、妇科等，各类
下又分列出西医病名，如传染系下列伤寒、副伤寒、霍乱等21种
病，神经系下列脑贫血、脑充血、脑出血等11种病。 每种病记录
一个病案，每个病案有初诊、复诊脉案记录，每次处方都有方
义。 论病多按西医，举一案，而示人以规矩，反三变通，辨证施
治，云：“所论某病，其方剂即单纯专治某病者，读者临床时可随
症变通加减”。现以霍乱、脑充血、糖尿病辨治为例，揭示其辨治
模式的变化。

关于霍乱，“霍乱又名‘虎烈拉’，原为译文，通俗仍以霍乱
称之。本病为传染霍乱菌所致。”鉴别诊断：“通常夏季所见之上
吐、下泻、腹痛、烦乱，乃是多吃不洁之冷食，而引起之急性胃肠
炎，普通亦名之曰霍乱，其实非也。”临床表现为：“初起轻度下
利，继而骤成剧烈之下利及大量呕吐，粪便呈米泔汁样，肠如雷
鸣，烦渴，颜貌憔悴，眼窝陷没，颧骨及鼻梁凸出，名曰‘霍乱颜
貌’。 手指螺纹肚塌下，四肢厥冷，声音嘶哑，心脏极弱，脉搏几
不可触得，往往昏睡而死。”治疗：“本病治疗宜早，急用大量强
心止呕止泻剂，或能痊愈。”显然施氏是按西医作出的细菌学诊
断，并与急性胃肠炎鉴别，治疗思路也是西医的。 而所举“赵太
太霍乱医案”，则是针对病程演变而言，用附子理中汤加减治
疗，辨证用药。 且两剂而愈。

关于脑充血，施氏认为，“乃血管扩张，而脑血管聚血甚多
也，……此病以神经感动为主因，四十岁以上患者较多，血压一
定过高”，临床可见“病者当时自觉一般热气汹汹上涌，不可遏
止，即感头目眩晕，不能站立，颜面潮红，且有灼热，颈动脉搏动
显明，头痛，耳鸣，恶心，需静待片时，则渐渐清醒，重者亦有不
省人事，且呈昏睡之状，然致命者甚少，苏醒后即平复如初矣”。
主张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治宜平镇血压，凿通地道，引血
下行。”

关于糖尿病，施氏认为，“糖尿病之起于胰脏机能发生障
碍，不能分泌分解糖分之特殊发酵素，因之血中糖量增加，由于
糖质之过剩，所排泄之尿中遂亦含有糖质，故名曰糖尿病。”即
“古人所谓之消渴病”，分上、中、下三消，“渴而多饮为上消，消
谷善饥为中消，渴而便数有脂膏为下消”，究“其成消之因，由于
多火”。 施氏以为，中医诸论“殊觉不甚适意”，遂“引近世新说，
条理清晰”。论治疗，西医“以注射‘因苏林’较有效。中医则对症
疗法而已，每每苦于不能根治。晚近盛倡脏器疗法，时贤遂以动
物之胰脏，合诸药内，竞能治愈多人。 而考‘因苏林’亦为胰脏

制。 由此可证，中西医界，治法一同，非相异也。”举徐君糖尿病
医案随着病情变化，处方用药有所加减，体现出中医辨证施治
的精神。

同一疾病，不同医生用不同的方药治疗，也是中医辨治的
特点之一。 同是霍乱、脑充血，张锡纯、施今墨临证处方用药也
不同，上述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建国后，尤其是中西医结
合的兴起，促进了这种新模式的推广，不少学术著作，乃至教科
书都采用这种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的新模式。 1983年以
来，全国中医行业学会制订的《中医病历书写规范》，要求有中
医病名、证候类型分期和西医病名双重诊断，使得这一模式在
临床上流行起来，成为当今中医主要辨治模式之一。

总之，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治疗作为新的中医辨治模
式，大致经历了从20世纪20年代张锡纯运用于个别疾病开始，
到30年代施今墨运用于较多疾病，从民国时期个别医家，到今
日被众多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教科书、学术著作、乃至病历规范
所采用的演进历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如获得性免疫缺陷综
合征（ AIDS）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SARS） 等新发病种的不断出
现，不论你愿意不愿意，临床这种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的
辨治模式都将会大行其道。 这也就是模式演变的重大意义所
在。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100700）  朱建平

《温热论》养阴思想探析
  清代医家叶天士所著《温热论》是论述温病的一部专著，所
论“卫气营血”为温病学体系开山标志。 其对温病的证候辨析、
治法等思想对后世论治温病有着深远的影响。温病病程中极易
伤及津液，病至后期多见虚热证，因此，叶氏十分重视养阴生
津，多用养肺胃、肝肾之阴之法。 其识别温病阴伤、养阴救阴扶
正思想更是贯穿全文，这对了解和发挥叶氏温病学术思想、指
导临床治疗有重要意义，现将其归纳整理于下。
1 养肺胃之阴

叶氏养胃阴的理论首源《内经》：“胃为水谷之海，五脏六腑
之大源”“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再师法仲景、推崇东垣，认
为，“仲景急下存津，其治在胃；东垣大升阳气，其治在脾”“夫脾
胃为病，最详东垣”。其养胃阴理论不仅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有
较详的论述，在《温热论》中亦时时体现：首先，他通过证候学识
别肺胃阴伤的各种临床表现，尤其在舌象上更是论述颇细；其
次再分别根据卫气营血阴伤的不同予以论述。

温病在卫而肺阴伤者，如“若苔白干薄者，肺津伤也，加麦
冬、花露、芦根汁等轻清之品，为上者上之也。若白苔绛底者，湿
遏热伏也，当先泄湿透热，防其就干也。勿忧之，再从里透于外，
则变润也。 初病舌就干，神不昏者，急加养正透邪之药；若神已
昏，此内匮矣，不可救药。”对病邪在表肺阴津伤者，加滋而不腻
之品以滋养肺津，其作用偏上，故称之“上者上之”，如麦冬、花
露、芦根汁等。 对湿遏热伏者治当先开泄湿邪，湿开则热透，但
泄湿之品多偏香燥，易生耗津之弊，应防其温燥伤津而见舌干，
然也不必忧虑舌干，因湿开热透后，津液自能恢复，舌苔自可转
润，不可受之蒙蔽，故曰“勿忧之”。 若病初起时舌即见干燥，是
为温邪伤津液，按法施治即可。但若属素禀津气亏损，所致初病
舌干无津者，易导致正不胜邪局面，应特别引起注意。在辨证中
要观察神志表现，如未见神昏等险恶证候者，预后尚好，当急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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